
 

 

沉痛悼念王绶琯先生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从刘华杰教授的微信里得知王绶琯先生于昨天（2021年 1月 28日）晚仙逝，不胜悲痛。

王先生生于 1923年 1月 15日，终年 99岁。 

我在 1988年 10月的张家界全国天文学哲学会议上初识王先生，那时他是北京天文台的

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德高望重，但待人和蔼可亲，主持会场争论公允平静，不以势

压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王先生关注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和我的专业和兴趣

有很多交集，我们经常在各种学术活动上碰面。王先生对青年学者提携有加。我的《科学的

历程》（19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首版）多次得到他的表扬和推荐。我也经常把自己新出版的

著作送给他请他指正。 



 

 

 

王先生 1996年为拙著《科学的历程》写的评论手迹 

 



 

 

 

1997年底在王先生家里合影，前面桌子上摆着我的《时间的观念》和《自然的退隐》。 

 

 



 

 

2005年 1月 16日，“科学时报读书杯 2004佳作颁奖会”上，右起王绶琯先生（时年 83岁）、

席泽宗先生（时年 78岁）。 

2006年 7月 22-23日，北大哲学系在京郊安利隆度假村召集了一次关于“科学与宗教”

的学术研讨会，我邀请王先生等老科学家参加。王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如下观点： 

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之争，实际上是科学与政治权力之争。当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之后，

宗教往往站在“超科学”的位置上解释并且利用科学，比如教会办的医院都是利用现代医学，

而不是靠跳大神治病。历史的教训是，那怕是无神论者掌了权，当存在着不受制约的权威时，

科学与当权者的意愿的矛盾仍然可以严重地阻碍科学进步。发生在 20 世纪的“李森科事件”

就是其中一例。 

宗教要处理一些科学无法处理的问题，比如生死问题。人生之中毕竟有许多不能控制的

东西，宗教给人以安慰。宗教都是悲情的，直面人生残酷的一面。过去称宗教是“迷信产业”，

现在看来叫“安慰产业”更好一些。 

真是目光锐利、菩萨心肠，充满了智慧和勇气。 

 

2006年 7月 22日合影，左起冼鼎昌（1935-2014）、王绶琯（1923-2021）、席泽宗（1927-2008） 

王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北山泰斗，也是中华古诗词的爱好者，曾担任中关村诗

社社长，还著有《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2006年）。我对古诗词完全不懂，

2006年夏天，他送我的这本诗集引起了先父的强烈兴趣，并且步原韵唱和了王先生的“读

巴金《随想集》随想”。王先生听我说起，非常高兴，并且为先父的诗集《晚晴杂录》题写

了书名，让身为一名普遍中学教师的先父受宠若惊。 



 

 

 

 

 

 



 

 

随着王先生年事渐高，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他慈祥而又睿智的面容经常浮现在我

的眼前。2000年 12月 11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听科学家做报告”的小文，

我在文章中说：“来自北京天文台的先生们几乎一色的温文尔雅、儒者风范。也许是他们长

年跟宇宙打交道，懂得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的狂妄是多么可笑；也许是他们的

老台长王绶琯先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我看来，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

人。” 

王绶琯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